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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具有传播效应的婚配信息对人们的婚配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从不同年代

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对社会婚配模式的影响以及人口政策传播对婚配情况的影响入手，再结合当今互联

网发展下具有传播效应的婚配信息的特点建立了信息传播模型，模拟适婚人群婚配观念的变化过程，并

通过湖北省的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具有传播效应的婚配信息相比与其他婚配信息的传播

速度快，影响时间长，且具有较强的感染性。最后提出了针对互联网婚配信息传播的应对策略，以减轻

其对婚配意愿的影响，促进社会婚配情况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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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marriage-related information with propagation effects 
ha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individuals’ marital intentions. This study begins by examining the im-
pact of changes i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methods across different eras on societal marriage 
patterns,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policy dissemination on marital trends. It then es-
tablishes an information propag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riage-related infor-
mation with propagation effects in the current internet era, simulating the evolution of marital at-
titudes among marriageable populations. Empirical analysis is conducted using demographic data 
from Hubei Provinc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marriage-related information with propagation ef-
fects spreads faster, has a longer-lasting impact, and possesses stronger infectivity compared to 
other types of marital information. Finally, the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 dissemina-
tion of internet-based marital information, aiming to mitigate its influence on marital intentions 
and promote stable development in societal marriage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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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中国婚姻家庭报告 2023》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单身人口数量首次突破 2 亿并呈现上升趋势。

女性初婚年龄则由 90 年代的 22.2 岁上升至 28 岁。 
结合我国的发展情况和人口出生率，探讨粗结婚率的数据 1走向，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锐

减，导致我国 1957~1961 年的出生率出现骤降，随着情况的改善，出生率回升，并在 1963 年达到峰值，

但随后一直呈现出下降趋势；我国从 1971 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1978 年改革开放，经济增长速度加快，

伴随新《婚姻法》的颁布和“结婚热”现象的出现，促进了结婚率的增长和出生率的回升；1980 年开始

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出生率降低的同时加剧了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1984 年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并

加大对外开放，出生率再次回升，1987 年后出生率逐渐下降；直到 2016 年我国实行全面二胎政策，出生

率出现短暂上升，往后也一直为下降趋势。 
而我国的粗结婚率从改革开放后呈上升趋势，1981 年实施新婚姻法并规范了婚姻登记，法定婚龄低

于所提倡的晚婚年龄[1]，粗结婚率达到最高值；在出生率的滞后影响下，粗结婚率在 83~84 年出现短暂

低谷，又逐渐上升。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初期(1987~1992)，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逐

渐提高，且适婚人口所对应的出生时间区间为 1963~1969 年的出生人口较多，因此粗结婚率相对平稳；

伴随改革开放后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结构的改变，1993~2001 年期间的粗

结婚率呈下降趋势；2005 年后，在独生子女政策的作用下，适婚人口数量变少，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下

我国的适婚龄人群中呈现出“男多女少”的局面。但由于经济发展速度持续增长、社会整体稳定，人们

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因此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期望也相应提升，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粗结婚率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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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 年粗结婚率再次迎来峰值；随后虽然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适婚人群受

教育程度也逐渐增高，但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继续深造或追求更高的职业发

展从而推迟结婚时间，同时也更加重视个人感受和幸福指数，不愿意为了传统观念而勉强结婚，因此对

于结婚的条件要求也相应提升，注重婚配对象的物质条件，从而导致我国粗结婚率又开始呈现出下降趋

势。2022 年我国的结婚率为 4.8%，结婚率已连续九年下降。离婚率从 2000 年的 0.96%上升到 2020 年的

3.1%，体现了社会对离婚行为包容性的增强。 
虽然我国在 80 年代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控制了我国人口的快速扩张，放缓了我国人口的增长

速度，对于当今生育率降低的情况也相继提出了二胎、三胎政策，但计划生育、晚婚晚育的思想却获得

了大部分年轻人的认同，响应国家二胎、三胎政策的大多为经济条件较好或传统观念较重的家庭，一定

程度上不利于未来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老龄化程度，造成劳动力不足等情况。 
虽然学术研究从晚婚政策[2]、社会因素[3]、教育程度[4]、代际传递[5]等角度探讨了当今社会结婚率

低，婚姻稳定性弱、初婚年龄推迟现象提供了多种解释。然而，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有关婚配

信息的传播方式及其影响，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和重视的因素之一。这一因素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个

体的婚恋选择和决策，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或缓解上述社会婚配现象。 
信息对人的影响是在大量日常生活中逐渐产生作用的。当代年轻人对于婚配意愿的降低也与信息传

播技术发展对婚姻生活了解的途径有关。以往，人们对婚姻生活的了解更多来自父母和周围人。然而，

信息传播方式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不断更迭，其影响力也不断增强。80 年代的报纸作

为主流信息的传播媒介传播速度较慢，且内容需要审核才能传播，从报纸上接触到有关婚姻的内容极少；

到 90 年代电视机的普及，人们能从新闻和影视剧中了解到家庭矛盾、婚姻问题等信息；再到 00 年代互

联网的横空出世，论坛、贴吧、微博、微信等一系列互联网应用，在 10 年代迅速崛起，成为了人们在互

联网上传播和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这一过程不仅加速了信息的流通，也极大地丰富了信息的多样性。

如今流行的短视频作为一种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方式，逐渐取代了论坛贴吧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主流媒

介。各类信息在短视频平台不仅变得更加容易传播，而且加快了对人们思维认知的影响速度，更容易调

动用户的情绪、引发共鸣。有关婚配成本问题、家庭问题、赡养问题等婚育信息在短视频平台出现的频

率越来越高，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议，还给适婚人群带来了巨大的婚配婚育焦虑，进而形成了恐婚

恐育的心理。这也导致了婚姻问题在青年群体常用的社交平台中频频冲上热搜，无形之中塑造并强化了

人们的新型婚恋观，这也是导致结婚率下降，婚配意愿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6] (如图 1)。 
 

 
Figure 1. Roadmap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impact effects 
图 1. 信息影响效应传播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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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互联网中信息的传播因其快速性与透明性，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婚配情况的稳定发展构

成了挑战。例如，关于彩礼数额的敲定等婚配成本信息，在短视频平台上迅速传播的同时，也将这些婚

姻成本的数额透明化。这种现象不仅给适婚群体增添了额外的成本压力，还容易滋生金额攀比的不良风

气。当高额的彩礼没有投入到新婚家庭的生活时，就需要新婚夫妻共同承担高昂的婚姻成本，所带来的

经济压力无疑会对婚姻的稳定性构成威胁，从而增加了离婚的概率。 
支辛揭示了彩礼议题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的话语框架和协商差异。彩礼议题存在着多重话语框架，包

括婚姻挤压、婚姻补偿等，这些框架在不同社交平台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现象[7]。周兴、刘鑫的研究则

指出，能够负担得起更高婚姻支付的个体更容易完成婚姻的缔结[8]。孙丽敏则指出媒介的广泛传播和便

捷性使得个体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婚恋信息和观念[6]。鲁建坤等认为大众传媒带来的新生活观念、婚姻观

念、生活方式或家庭模式对原有的保持婚姻存续的社会习俗、伦理观念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对传统的

婚姻观和家庭观为核心的社会规范的约束性降低，让婚姻变得更加脆弱和不稳定[9]。李舜的研究指出互

联网的使用从生育成本和生育效用两条途径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10]。李飚等研究指出，互联网使用通过

影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影响了女性的生育行为，降低了生育率[11]。王小洁等从信息成本和家

庭代际视角研究指出，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个体生育意愿越低[12]。媒介作为信息的传播者，让人们能

够感知到婚姻的不稳定性和矛盾困难。 
 

 
Figure 2. Analytical framework 
图 2. 分析框架 

 
本文将通过建立信息的传播模型模拟适婚人群婚配观念的变化过程，探究互联网下具有传播效应的

婚配信息对婚配意愿的影响力(如图 2)。 

2. 文献综述 

2.1. 信息传播内容的变化对适婚人群婚配价值模式的影响 

信息传播内容的变化影响着婚配模式的演变(如图 3)。在 50~60 年代新中国建立之初，信息传播基本

靠跑腿和口口相传，人们每天接收到的信息较少。婚姻上集体主义价值观影响着个人择偶标准，婚姻的

形成大多服从组织分配，婚配情况趋于稳定。到改革开放后我国媒体业发展逐渐起步，虽然报业体系由

中央报纸与省委机关报占主导地位，信息经过筛选才能向人们传播[13]，但报纸仍然成为了当时人们获取

信息的主流方式，自由恋爱的思想在社会中传播，婚配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也日益彰显，异质性婚配逐渐

增多的同时婚姻的稳定性也有所下降[14]，从九十年代开始电视开始进入家家户户，影视剧走入人们的生

活，婚姻题材的生活剧在观众中的热度始终居高不下，影视剧产业剧本题材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社会中青年对结婚的重新定义[6]。商业化婚恋节目的出现建构了“物质–情感”的二元价值标准[15]，
婚姻家庭从一元化到多元化趋势发展，由稳定向骚动过渡。相对于 80 年代，90 年代的离婚率在 10 年内

翻了一倍。随后新媒体迅猛发展，人们获取信息渠道日益增多，和 90 年代前的情况相比，人们已经由原

https://doi.org/10.12677/isl.2025.94061


郭敏俐，徐圣兵 
 

 

DOI: 10.12677/isl.2025.94061 501 交叉科学快报 
 

来的信息稀缺进入到信息过剩的时代[16]。有关婚配、家庭、赡养方面的信息出现在各种社交平台，尤其

是短视频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机制放大了“天价彩礼”与“独立女性”等对立叙事，进一步强化了婚恋议

题的极端化认知。尽管其中的信息有虚有实，但也对当代的适婚青年的婚配、生育意愿产生了影响。现

代性社会变迁带来了个人选择和价值取向转变，单身人群从大龄“被动”单身转向低龄群体新型婚恋观

念转变下的“主动”单身[17]。已婚人群面对生育带来的赡养成本、教育成本选择延迟生育计划或不生育，

而算法推送的负面婚育信息(如生育焦虑、婚姻矛盾)加剧了这种决策倾向，成为了如今社会结婚率、生育

率降低的原因之一。 
 

 
Figure 3.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matrimonial patterns within the national context 
图 3. 我国婚配模式框架 

 
假设 1：信息传播内容的演变显著重构了我国适婚人群对于婚配价值取向的变化 

2.2. 信息传播特性对适婚人群决策模式的影响 

从人口政策的传播角度而言，相同的政策思想在不同时期因信息环境差异而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影响。

针对人口的快速增长，我国在 70 年代初期提出了“晚、稀、少”政策并通过传统媒体单向传播，提倡晚婚

晚育，缩短妇女的生育期，减少生育量，拉长两代人的间隔，相对减少同一时间点生存的人口数目。这种

传播特性使得政策效果呈现渐进式累积，短期内在延缓人口出生高峰、降低人口出生率方面成效显著[18]，
但长期却导致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等问题。值得注

意的是，即使 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互联网时代的信息高速传播也未能完全扭转公众的生育意愿。这

表明政策传播的滞后性不仅影响即时行为，更会通过代际传递形成决策惯性——早期计划生育塑造的“少

生优生”的观念已深植于适龄人群的认知框架中[19]，限制了我国当今社会人口的发展。配合互联网上有关

婚配信息的传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惯性，形成政策调整与公众行为之间的“认知–决策脱节”。 
从信息传播视角来看，我国结婚条件的认知标准经历了显著的演变过程。80 年代初结婚彩礼标准靠

人们口头传播，信息流动缓慢且地域性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便是彩礼的最高水平[20]，与当

时经济发展程度基本匹配。随着经济水平提升，彩礼逐渐异化为“面子竞争”的载体，攀比之风开始形

成[21]，在互联网为媒介的信息的传播下，信息传播速度的质变使这一现象加速恶化：社交媒体的即时传

播特性打破了地域限制，彩礼金额变得更加透明。特别是近几年“天价彩礼”情况在互联网上屡见不鲜，

以公共议题的形式，通过网络社交平台扩散至全国，引起国内网民关于婚姻问题的大讨论[7]。无形之中

为彩礼的数额制定了“最低标准”。这种被抬高的婚配条件与现实经济水平之间的巨大落差，让适婚群

体面对婚姻望而却步，随之而来的是大龄适婚人群因无能力支付高额彩礼带来的单身问题和对婚姻的“躺

平”的消极心理等社会婚配情况。 
假设 2：信息传播速度从滞后性到高速性的变化重塑了婚育认知环境，引导我国适婚人群的决策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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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向“不婚不育”靠近 

2.3. 不同性质的信息传播对人的行为和心理状态的影响 

在短视频盛行的社会背景下，信息传播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相比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等)的单

向传播模式，社交网络创造了用户既是接收者又是传播者的双重角色，信息很容易重复出现[22]。传播路

径从线性转变为网状扩散，使得信息以成倍速度在网络环境中扩散[23]，加上算法偏好对信息传播的助

推，容易导致用户出现“管窥效应”，对某些事物产生了以偏概全甚至完全错误的认知，同时也容易受

到具有传播效应的信息煽动[24]。当下，媒体在建构婚恋环境中，为了迎合受众往往会选择负面性消息，

在潜移默化中构建了一个负面性的婚姻生活“拟态环境”，强化了适婚人群的“恐婚”情绪[25]。 
这种传播环境对用户行为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其一，认知偏差被持续强化，加剧“信息茧房”现象。

用户倾向于接触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忽略或排斥其他观点[26]。短视频平台频繁推送“婚姻是坟墓”

类内容(如婆媳矛盾、离婚纠纷)，导致用户高估了婚姻失败率；其二，从众行为显著增加。这种行为动机

往往源于信息不对称和预期不确定时，用户往往认为正在决策的其他人有能力(有途径)获取更完善的信

息，因而更愿意与其他人的决策保持一致[27]；其三，决策模式出现极化倾向。经由用户群体讨论之后，

用户群体态度往往比讨论之前的用户个人态度的平均值更趋向极端化[28]。 
假设 3：在社交媒体的网状传播环境中，消极信息因其更高的情绪唤醒度和争议性，比积极信息更

易形成病毒式传播，并通过强化认知偏差、诱发从众行为和加剧态度极化三种机制，对用户的婚配决策

产生系统性影响。 

3. 模型构建 

网络中具有传播效应的信息所造成用户的情绪具有感染性(影响力大)、流动性(传播时间短)和连续性

(影响时间长)。表现为群体成员的情绪可以相互感染，从情绪的潜伏到爆发再回落是一个不断起伏变化的

过程，类似于传染病的传播、感染、痊愈过程。且具有传播效应新闻传播速度更快，影响存在的时间更

长。“天价彩礼”等具有传播效应的婚配信息在网络上本就层出不穷，再通过快速的网络媒介和算法推

送被用户多次接收，对同类型信息具有免疫力的适婚人群不会受到影响，但“彩礼高，结婚难”的社会

情况停留在对此类信息不具备免疫力的网络用户的脑海中，扭曲了适婚人群对婚配的认知思维，无形之

中增加了他们的婚配压力，逐渐转变为对婚姻“摆烂”的心理，而有关婚配的积极信息却被认定为“小

概率事件”，难以和用户产生共鸣。造成结婚率逐渐降低、初婚年龄逐渐提高的社会现象。 
因此使用传染病 SEIR 模型可以模拟信息传播的过程，并且识别和比较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29]。 
在传染病 SEIR 模型中，可以将互联网用户分为四类：易感者 S ，暴露者 E ，感染者 I 和恢复者 R 。

S 、 E 、 I 、 R 的数量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可以建立有关时间的 ( )S t ， ( )E t ， ( )I t ， ( )R t 函数(如图 8)。 
其中，具有传播效应的信息在网络上被用户看见的概率为 β 对一则信息表示认同的概率，对一则信

息表示认同的概率为α ，知晓信息内容后对用户没有影响的概率为 1γ ，具有传播效应信息对用户造成的

影响但会随时间变化消失的概率为 2γ 。 
SEIR 模型可以建立以下微分方程组表达。其中信息未知人数数量随时间变化，转变为信息已知人数，

构成感知认同模型。可以用如下公式(1)表示： 

( ) ( ) ( ) ( )11
r S t E t

S t S t
N

β
+ = −                                (1) 

而信息未知人数 S 向已知者转化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可以用公式(2)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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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11
r S t E t

E t E t E t
N

β
α+ = + −                            (2) 

随着时间 t 的推移，信息认同人群转向信息忽视人群如公式(3)表示： 

( ) ( ) ( ) ( )21I t I t E t I tα γ+ = + −                               (3) 

信息忽视人群数量随时间的变化的信息忽视模型用公式(4)表示： 

( ) ( ) ( ) ( )1 2 11R t R t E t I tγ γ+ = + +                              (4) 

 
Figure 4. The model of SEIR 
图 4. SEIR 模型 

 
信息传播的过程可以被形象地比作一场传染病的传播，信息传播的速度为 v 。其中尚未接触到信息

的用户处于易感染状态 S ，一旦接触到信息，他们便进入了暴露状态 E 。在这个阶段，用户可能会对信

息进行评估，决定是否通过点赞、转发或评论等行为将其传播出去。如果用户选择参与互动，他们就变

成了感染者 I ，积极推动信息的进一步扩散。与此同时，这些感染者也可能在线下通过日常交流将信息

及其附带的情绪传递给其他人，形成次级传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感染者可能会经历情绪的消退，

最终转变为痊愈者 R ，不再对信息的传播产生影响(如图 4)。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监测一段时间 t 内短

视频的播放量、点赞量和转发量等指标，来量化暴露者和感染者的人数，从而对信息传播的动态有一个

清晰的了解。 
模型假设： 
a. 假设信息认同人群转变为信息无感人群后对同类型信息不具有传播性； 
b. 假设信息已知人群在转变为信息认同人群之前对同类型信息不具备传播性； 
c. 假设模型针对人群为适婚群体及其相关长辈。 

4. 研究数据与变量 

4.1. 数据来源 

为了控制流动人口对一个地区婚配状况的影响，本文选择了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相对较少的地区—

—湖北省进行研究。 
本文数据来源于《湖北统计年鉴 2024》人口数据。考虑到本文研究的婚配信息传播对适婚人群及其

相关人群的影响，挑选了其中年龄段为 20~39 岁和 50~69 岁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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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变量设置 

4.2.1. 被解释变量 
(1) 假设有 { }1 2, , , iK k k k=  类信息在互联网平台传播，表示第 ik 类信息。用户对于 ik 都处于未知状

态 { }1 2, , , qS s s s=  ， ns 表示第 q 个处于未知状态的用户。当
1

0
n

q
q

s
=

=∑ 时说明所有用户处于未知状态，该

类信息还未开始传播； 
(2) 具有传播效应的信息在网络上开始传播后，用户对于此类信息接触 n 次以上进入已知状态

{ } { }1 2 1 2, , , , , ,q qS s s s E e e e= = → ， qe 表示第 q 个可能处于已知状态的用户，当用户知晓信息时 1qe = ，

否则 0qe = ，当
1

0
n

q
q

e n
=

≤ ≤∑ 时信息处于传播状态，当
1

n

q
q

e n
=

=∑ 时说明用户都处于知晓状态。 

1
0q

q
e

s
=  =

                                      (5) 

(3) 若用户接收 n 次同类信息，则会认为该类事件时常发生。此时用户的状态变为信息传播的被传染

者 { } { }1 2 1 2, , , , , ,q qE e e e A a a a= = → ，设第 q 个用户处于认同状态时 1qa = ，否则 0qa = ，当
1

n

q
q

a n
=

=∑
时所有用户都处于认同状态，说明该类信息对用户的影响范围广，影响力大。由此对于婚姻产生 j 种价

值模式 { }1 2, , , jV v v v=  ， jv 代表第 j 种价值模式；形成 c 种决策模式 { }1 2, , , cD d d d=  ， cd 代表第 c 种
决策模式。 

用户状态可以表示为： 

( )
( )
1

0ia
= 


认同

不认同
                                    (1) 

知晓第 i 类信息的条件下产生第 j 种价值模式的概率为： 

( ) ( )
( )

i j
j i

i

p k v
p v k

p k
=                                    (2) 

产生第 j 种价值模式的条件下形成第 c种决策模式的概率为： 

( ) ( )
( )

j c
c j

j

p v d
p d v

p v
=                                    (3) 

(4) 一段时间过去后部分被传染用户 A 作出的第 c 种决策可能形成 w 种社会效应 { }1 2, , , wR r r r=  ，

在作出第 c种决策的条件下形成第 w 种社会效应的概率为： 

( ) ( )
( )

c w
w c

c

p d r
p r d

p d
=                                   (4) 

4.2.2. 核心解释变量 
假设该类新闻的主要推送对象为 20~40 岁的适婚群体，传播过程如图 5 所示。记我国的适婚人数为

M ，该类事件在现实生活中出现 m 次。我国适婚人口基数大， m M 成立，则该类事件在现实中发生

的概率 1
mp
M

= 几乎为 0；在短视频“热度导向”的风气影响下，假设短视频平台内用户对同一则新闻发

表相关报导或点评视频 k 个，每个视频的转发量有 it 次，那么影响就会放大
1

n

k
k

t
=
∑ 倍，将事件发生的概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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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为 1
2

n

k
k

t m
p

M
==
∑

，表现为用户接收到关于同一则新闻的相关信息次数变多，潜意识认为相关事件时有发

生。通过层次分析(如图 6)，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指标： 
(1) 信息传播的速度指标 
信息传播的速度 v 可以用时间 t 内短视频播放量 l 来表示，满足等式 

lv
t

=                                         (10) 

(2) 信息传播的加速度指标 
同理，信息传播的加速度 acc 可以用一定时间间隔 t∆ 内短视频的播放量的变化 l∆ 表示。满足等式 

lacc
t

∆
=
∆

                                      (11) 

(3) 信息传播的时间指标 
信息的传播需要时间，设定信息从传播开始到结束的时间为 t ，其中传播速度上升到最高点所需的时

间为 1t ，传播速度从最高点下降到 0 的时间为 2t 。时间满足 

1 2t t t+ =                                       (12) 

4.2.3. 模型参数 
(1) 信息接触概率 β  

0 0β β ω= ×                                      (13) 

其中， 0β 为平均信息接触率， 0ϖ 为热搜榜婚恋话题占比。 
(2) 信息认同概率α  

( )1attention retention reproduction dissonanceP P Pα δ= × × × −                        (14) 

其中， attentionP 为视频完播率， retentionP 为记忆保持率， reproductionP 为行为模仿可能性， dissonanceδ 为认知失调抵

消效应。 
(3) 信息无影响概率 1γ  

( )01 2
max

11 1
1 C C

W
W e

γ
− −

  = − ⋅ −  
+  

                            (15) 

其中，W 为信息吸引力得分， maxW 平台最大吸引力基准值，C 为用户认知一致性， 0C 为认知免疫阈值，

k 抵抗强度系数。 
(4) 影响消退率 2γ  

( )02
1

1
t

k S S
e

e
λγ λ −

− −
= +

+
                                (16) 

其中， λ 为记忆衰减常数， S 为社会支持度， k 为敏感系数。 

5. 实证分析 

测度结果及分析 

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理论筛选出湖北省的适婚人数及其父母人数构成总人数 3356N = 万人，假设其中

信息已知人数 ( )0 2013E = 万人，信息认同人数 ( )0 1308.45I = 万人，由 S N E= − 得到初始信息未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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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343S = 万人。假设具有传播效应的信息在网络上被用户看见的概率为 0.05β = ，对一则信息表示认

同的概率 0.5α = ，知晓信息内容后对用户没有影响的概率为 1 0.02γ = ，具有传播效应信息对用户造成的

影响但会随时间变化消失的概率为 2 0.05γ = 。当取时间为半年 182T = 天时，各人群的数量变化趋势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Influence map of marriage-related groups in Hubei Province by information with 
transmission effect 
图 5. 湖北省适婚相关群体受具有传播效应的信息影响图 

 
结合图像和各人群数量增长加速度(如图 6)可以看出，对于具有传播效应的信息认同人数和无感人数都

在增加，而具有传播效应的信息认同人数增长加速度峰值最高。可见对于该类信息而言具有很强的感染性。 
 

 
Figure 6.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growth of information with a dissemination effect on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various categories 
图 6. 有传播效应的信息对各类人数的增长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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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流动性可以表现为图 5 中具有传播效应的信息认同人数在第 5 天左右就达到峰值，传播用时短的

同时影响的人数快速增加。但在时间发展到第 120 天时才接近于 0，可见具有传播效应的信息影响时间

之长，是该类信息影响连续性的体现。 
通过分析各年代人们获取信息的主流方式也可以对当今社会信息影响力增强的现状做出解释。80 年

代报纸的信息流通速度较慢，加上政府对信息的过滤让人们很难在报纸上接收全面的信息，社会也因此

趋于稳定；90、00 年代电视的出现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没有了对信息的过滤操作，人们接收到的信

息增多同时也扩大了人们对信息的想象空间；10 年至今互联网传播媒介的发展对于消极信息不但不会过

滤甚至有用户对于争议热点进行炒作并引导风向，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对于信息发表自己的评价，加剧了

信息对人们的不良影响。 
 

 
Figure 7. Information index and search index of information keywords with communication effect 
图 7. 有传播效应的信息关键词的资讯指数和搜索指数 

 

 
Figure 8. Influence map of marriage-related groups in Hubei Province by information without 
transmission effect 
图 8. 湖北省适婚相关群体受无传播效应的信息影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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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五一发生的“梅大高速塌方”事件截取关键词(如图 7)，百度上“梅大高速”和“梅州高速”的

资讯指数和搜索指数如图 7 所示。其中资讯指数随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搜索指数在该事件发生的第二天

达到峰值，在 5 月 6 日短暂上升，总体仍呈下降趋势。符合图 5 中具有传播效应信息的影响人群数量分布。 
若网络上的信息不具备传播效应，总人数 3356N = 万人不变，改变不具备传播效应的信息的已知人

数 ( )0 1174.6E′ = 万人，认同人数 ( )0 528.57I ′ = 万人。根据“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社会灰暗心理，

不具备传播效应的信息影响力远低于具备传播效应信息的影响力。设信息的传播率 0.04β ′ = ，对不具备

传播效应的信息表达认同的概率 0.35α′ = ，知道该类信息后用户没有产生影响的概率 1 0.05γ ′ = ，不具备

传播效应的消息对用户产生的影响随时间推移消失的概率为 2 0.2γ ′ = ，取相同的时间 182T = 天时，该类

信息对相关群体的影响如图 8 所示。 
对于不具有传播效应的信息而言，未知人数远远多于已知人数，且认同人数的增长加速度比无感人

数的增长加速度小(如图 9)。证明了对不具有传播效应的信息无感的人数多于认同的人数。 
 

 
Figure 9.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growth of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various categories when information is disseminated 
without a transmission effect 
图 9. 无传播效应的信息传播时各类人数的增长加速度 

 

 
Figure 10. Information index and search index of information keywords with no propagation effect 
图 10. 无传播效应的信息关键词的资讯指数和搜索指数 
 

结合 2024 年 1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彩礼新规定的信息来看(如图 10)，截取 1 月 17 日至 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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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资讯指数和搜索指数可以得出资讯指数在信息发布后 3 天达到峰值，随后呈下降趋势；而搜索指数

在信息发布当天达到峰值，随后快速下降。可见无传播效应的信息远远弱于具有传播效应的信息影响力，

持续性也远低于具有传播效应的信息。 

6.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对数字时代下人口政策与婚恋信息传播的交互影响机制展开探索。

研究发现，传统人口政策通过单向传播形成的认知范式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发生了显著变化，计划生育时

期建立的婚育观念被算法推荐系统持续强化，导致政策调整与社会认知之间产生代际差异。 
研究表明，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快速性和情绪化特征，特别是短视频平台上的负面婚恋内容，对适婚

群体的婚育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通过改变个体的风险感知和决策模式，进而影响了整体社会

的婚育行为。研究构建的“政策–媒介–行为”分析框架揭示了数字媒介环境对政策效力的调节作用。 
基于研究发现，建议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建立信息传播的规范管理机制，包括要求平台公开算法

推荐规则，设立婚恋类内容的传播权重限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鼓励婚育的配套政策，如推行育

儿补贴与税收优惠相结合的激励方案；创新政策传播方式，组建专业团队制作适合新媒体传播的政策解

读内容。最重要的是建立多方参与的沟通平台，促进政府部门、互联网企业和公众之间的有效对话，共

同营造健康的网络信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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